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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本学 
 

克恰诺夫 著  闫廷亮 译 
 

摘  要：本文把西夏文文书区分为译自汉文的文书、译自藏文的文书以及西夏人自己

编纂的反映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文书，在此基础上择要对这三类西夏文文书及其研究状况作

了介绍，并就各类文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黑水城文献；西夏文文书；研究方法 

 

作为东方学知识的一个特殊领域，西夏文本学于 19—20 世纪之交随着已经消亡的西夏语文字记

录的发现而产生。追溯历史，广义的东亚，包括今天中国及所属地区，也包括日本和越南，从 6世纪

末起就令世界所注目。自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年）崩溃后，经过长期的战乱和动荡最终所建

立的新的统一国家——唐朝（618—907年），使东亚获得了文化与文明的统一。这其中中国的汉字、

佛教和儒家学说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这一时期，唐朝周边地带相继出现和建立起了一些不同民族

的政权或独立国家，如吐蕃、南诏、渤海国，以及一些传统的游牧国家，如突厥、回鹘、黠戛斯等。

而同样地处东亚，势力日渐增强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一部分并不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 

南诏与游牧国家吐蕃互为近邻，他们未曾深受中华文明的习染。因为，他们与日本、朝鲜，甚至

渤海国不同，他们不仅把唐朝视为高度文明的近邻，同时也把它视为自己的敌人。 

唐朝在 10世纪初崩溃后，曾经的一些 “近邻”和“传统的游牧部落”随着契丹辽国（916—1125

年）、党项西夏国（982—1127 年）和女真金国（1115—1254 年）的出现变得强盛起来。这些在中原

国家日益衰落和崩溃的情况下建立的、意识到走“自我之路”的国家，其文化在所统治的范围内流传

至今。早在突厥、吐蕃和回鹘时期，为自己民族语言创立文字的思想开始实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语言，人们都喜爱它，而正是由于对自己语言的敬重才产生了对文字的渴求”。
①
由于排斥中国的汉

字导致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的相继出现。不过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借鉴了汉字的形制，只

是外形上存在一定差别。后来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使得他们的文字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仅仅残存在了十几方石碑上。1909 年 П.К.科兹洛夫探险队首次发掘已经消亡的、废

弃的哈拉浩特城（黑水城）山脚平地上的喇嘛墓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手写和木刻印刷的完整的西

夏文献“图书馆”。
②
此后，人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思考着西夏文字和文化的命运，并且深信，在

契丹、西夏和女真三者之中，西夏抑或党项不可能成为某个不可解释的特例。当然，也有过一些非常

广泛的、用金国时代契丹文和女真文以及其它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这些文献，包括西夏文文献，尽

毁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蒙古人征服的战火之中（手稿未经判定即被烧毁）。黑水城喇嘛墓地

西夏文献的发现，与其说是规律性使然，毋宁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接手这项研究工作的学者经过一

段时期的努力仍然无法破解契丹文或女真文写成的文书的秘密。不过，在西夏文手稿中发现了几页用

                                                        
①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卷一），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第 80页。 

②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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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文书写的文稿，这意味着曾有过这种混写的手稿。 

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这部分西夏文献供进行与这些已经消失的 10—13 世纪文明有关的问题的研

究。 

进行某种未知语言或研究不够深入的语言书写的文书的研究，首先要破解该文字所属语言系统的

属性。在大量的党项（西夏）文书发现之前，西夏党项文字的属性已在石刻上得以确认（凉州碑和居

庸关石刻）。早在黑水城西夏文书发掘之前，法国汉学家М.Г.毛利瑟的研究中已经能够解读这种语

言文字的深奥涵义。毛利瑟利用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郊区白塔附近得到的西夏文经书——《妙

法莲华经》，认定这是一本汉文原本的西夏文译本。在一个未知名的中国学者已部分地用汉字注解试

通的基础上，他不仅首先破译了几十个西夏文符号，还对其文字的性质（表意性）和语言语法（西藏

缅甸语系）规则提出了非常可靠的见解。
①
所以，在西夏文字方面，也只有 М.Г. 毛利瑟以一个专

业汉学家的水平进行过实质性的研究。 
П.К.科兹洛夫探险队从黑水城附近的喇嘛墓地发掘的文书运抵圣彼得堡后，А.И. 伊凤阁从

中发现了一本名曰《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和汉语对音的字典（1190年）
②
，他利用其中大约一

千个番汉对应的字符，解读了许多已经发现的西夏文献。但由于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层面解释西夏文字

的实质，仅仅认可这是一种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绝对真实的文字体系，因而研究人员仍无法搞清楚西

夏语文学者所使用文字的构成方法。 

自《掌中珠》字典发现后，便开始了西夏文本学的第一阶段：鉴别文本。首先校对从汉文翻译过

来的西夏文书是否与汉文原本一致，在此基础上用二者等同对应的字符确定西夏文字的意义（或用汉

语拼音标注），并对字典内容进行补充。在这一方面，不应该忘记伊凤阁教授。他早在 1918年前就收

录编纂了 3000个西夏字的字典
③
。可惜这部字典“毁于”国内战争的战火之中，从科学院出版社的档

案内丢失。不过，好像伊凤阁于 1937 年遭到逮捕时就没有在那里，从克格勃那里得到的答复也证实

档案里没有这个材料。后来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石滨纯太郎，特别是Н.А.涅夫斯基（聂历山）

等都做过这项工作。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聂历山作为一名俄国的研究人员，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努力

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东方学研究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这些成果

后来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字典出版，甚至（死后）还获得过列宁奖金。 

聂历山把同一时代的西夏文文书准确地区分为译自汉文和译自藏文的文书，以及西夏人按“样本”

自己编纂的（如字典、发音表、文件、法律等）反映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文书。关于译自藏文的文书，

所有的基础研究工作还有待于将来。或许，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反映 12 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流派形

成、藏传佛教与当时西夏、中原佛教的联系、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影响及结果等问题正期待着研究

者有重大的突破。但目前还没有特别熟练地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       

关于译自汉文的文书的研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进行得很顺利。这项工作的原理同汉文和藏

文以及其它语种的佛经翻译工作基本上没有区别。不过，译自其它语种的佛经目前尚未发现，但有回

鹘僧侣参与翻译活动的记录，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有译自回鹘语的文书和他们翻译梵文经书的信息。 

译自汉文的文书按照其内容分为非宗教（世俗）和宗教文书。但相对于全部的西夏文书，从理论

上还有未弄清楚的内容，或许还可能存在道教、基督教（景教）文书，甚至可能存在摩尼教和属于伊

斯兰教的经书。只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发现这类经书，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有关译自汉文的佛经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判定经文和某些具有特别意义的经籍，以及翻译提要和

确定翻译的时间。在与流传至今的汉文佛经原本核对时发现二者在结构（章节）上存在相似性与不同

性，在某些内容方面也存在差异，传播佛教术语的方法也同时译自汉语和藏语。通过与原本对照，对

                                                        
① M. 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11.2(1904). 
② 伊凤阁《西夏语简介》，《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报》第 6集 3卷 12-18号，圣彼得堡，1909年，第 1221~1233

页。 
③ A. Ivanov,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8. C. 7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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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语的词汇进行补充。在这一方面，王静如教授、西田龙雄教授曾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
①
。类似研

究结果与敦煌汉文佛经的研究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所判明存在于 11—13 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的佛经

的全部内容，与现代中国《大藏经》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性。对于大部分西夏文经书的研究工作，很

大程度上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 

鉴定出与汉文或藏文原本无关联的西夏文佛经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这些经书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的确译自汉文佛经，但汉文原本早已散佚，或是译自一些没有流传至今的汉文

伪经。二是经文（如释义、注解、说明、讲道等）由某些西夏佛教徒创作，反映了他们对各种佛教经

典经义的理解。因此，应该将这一部分佛经看成是佛教范畴正宗的西夏作品。当然，甄别这些佛经也

非常困难，不过，这一领域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 

佛教内容的经书占全部西夏文手稿和木刻印刷书籍的 80—90%，其余将近 20%的经书暂时还没有

得到准确的或大体近似的鉴定。显然，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即便“发现”了部分汉字经书，如果尚

不清楚，还需要按照佛教术语找到那些当时翻译时的原本；如果已搞清楚或原译本找到，应确定所研

究经文每一片段的位置。这甚至对于敦煌的汉文经书，都曾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顺便说一句，对于

残卷以及未完成的工作）。为及时完成这一工作，曾吸引了大量的人。但只有熟练的佛教徒、《大藏经》

（等同于译自藏文的文本，那时只有藏语原本）专家着手这项工作，才能避免大量的人员参与。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工作呢？是为了搞清佛教史上这样一个现象，即作为西夏（党项）的佛教，可

以确定 11—13 世纪汉文和藏文佛经传布的范围，寻找当时佛经和现代佛经的相似性和不同性。搞清

楚那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西夏国的居民情况。因为对于大多数西夏民众来说，佛教是其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后来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有信仰的佛教徒以及那些正在研究其宗教信仰历

史、其本身就属于佛教流派主要经义形成的人而言，这是非常神圣的经书。 

如果说到世俗（非宗教）文书，则在这种情况下译自汉文的文书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回头看

看西夏文译汉文经籍
②
和军事著作

③
，与汉文原本相比，立刻就会发现很明显的不同。有时是正文内容，

而更多是正文的注解。相比较这些西夏文经典的正文和注解，在今天都被认为是规范的和标准的。这

在《论语》以及其一开始就无人知晓的注解中曾出现过，虽然后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献中找到了如

今已失传的注本
④
。吕惠卿《孝经》注本久已亡佚，据说不久前在中国找到了。最后，应该提及一下

《孟子》的注解残卷，该残卷目前尚未鉴定。 

我们不会对每一个具体的情况都加以讨论，但西夏文献的确为中国文化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

题，这或许不是西夏学家能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在宋代中国流行过哪些文献和注本？这些文献是附

和当时时代的形势流传至今，还是与其不同？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及如何要选择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标

准文献？如果后者已成为宋朝统治者的附属品，则用什么解释西夏翻译家们的选择？比如，如果敌视

11 世纪的宋朝，那么如何偏爱较早的唐朝的传统呢？同样，在中国北方的女真族金国建立后为什么

还与宋朝有着某种隔绝？由此，就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些在南部戈壁沙漠中遗失的喇嘛墓地文献中出

现的问题。这对于西夏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都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研究中也遇到了一些伪经，即那些显而易见是译自汉文的经书，但这些伪经的汉语原本已经不

知去向。在这里援引不久前的一个例子，在整理一本还没有公布的文书时发现，其开头部分已经残缺，

但结尾部分有它的名称，在甚至阅读了《孔子和坛记》后，这个名称也很难搞明白。仅仅清楚的是，

这件文书在讲述孔子如何与某个老翁相遇，内容大体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常常是道家和法家一系列

                                                        
① 王静如《西夏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1932年。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京都：

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 

② 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合著《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
年。 

③ 克平《〈孙子〉的西夏文译本》，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 
④ Wu Chi-yu, 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eningrad, T’oung Pao 60.4-5,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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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有关。该文书中孔子的反对者和胜利者——“老翁”，也许就是老子的一个

化身。至于这一故事的作者，已难寻踪迹，但其中的主人公却被载入《庄子》第 31 章，文章标题是

“渔父”。文中所描写的情节和主题思想都基本吻合。不相吻合的是所描述的故事中人物的数目，西

夏文书中是三个人：孔子、老翁和孔子的学生子路，而在《庄子》第 31 章中是四个人：孔子、渔父

和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显然这篇西夏文书，毫无疑问是该情节的另一版本，没有被列入《庄

子》，在 12世纪时还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存在过。之后，该文失传，而保存到我们今天的只有西夏文

译本。这并不意味着这恰好是《论语》的西夏文注本，其原本在西夏文本公布之后已在福建省找到，

或可能是吕惠卿的《庄子》注本，据说，好像是在中国发现的，中国学者在各省大档案馆里查找，都

没有找到原本和这篇文章。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是今天这篇文章已经失传，并不被人所知，西夏文译

本的公布使人们回忆起了它，并促使人们在中国哲学史文献范畴中去追寻它的踪迹。 

中国文学使大部分西夏世俗文学的内容更加明朗化。如果没有具体的参照系，很难确定其来源。

这在 К.Б.克平发表中国百科全书（类书）西夏文《类林》（唐代和宋代的《类林》）时就出现了，那时
只有中国学者的努力才得以找到散布在朝代历史和其它作品中的人物传记原本

①
。而事实上，仅从名

称而言，他们是以西夏文书写的，但其译解则没有提出一个同义的汉文名称。 

该文的作者完全意识到了出版其它类书时的这种困难，这类书甚至并非译自汉文文本，而由西夏

人自己编纂的，但几十个例子证明这其中包含了众所周知的、当时流行的中国作品的一些情节。那时

的小说都以这样话作为开场白：“从前，有一个人……” ，因此，只有根据内容或类似的情节，才能

找到它直接的来源。部分情节甚至连我也不能确认，显然，只有中国学者、乡土文学家将可以做到。

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 12 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西夏作者已经将大部分中国文学视为“自己的传

统”，阅读过西夏文学的西夏人都相当地熟知这个传统。无需参照系，因为在中世纪，众所周知，对

作品的编译以及对作者的认知要求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背景等。在这一部分得出结论的同时，还需

说明，译自汉文的世俗文献同样研究的还不够充分（如：中国古籍索引、兵书《六韬》、《黄石公三略》

等）。 

那些用音乐语言表述、被称之为“变文”的作品是一类特殊的文本。这是民间和官方的文书，其

形式模仿汉文典籍以及西夏法律典籍。关于后者，1149—1169年间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②
和 1212—1215 年间对其所做的补充《新法》和《亥年新法》，应该说比较特别。在复制中国作品宝

库的典籍时，西夏法学家拒绝盲目遵循唐代法典（《唐律疏义》）和宋代法典（《宋刑统》）的形式。他

们采用了与中国传统法律有别的法典结构，实际上其行文结构与现代法典相吻合。这种形式的根源暂

时没有被发现，在中国法规中可以看到它们，甚至受到西方的影响。当然，促使西夏法学家们排斥中

国传统的原因也不清楚，尤其是部分法典起草者还是汉人。 

在西夏法典中我们正在寻找基本的法律术语（司法观念、法治文化、中国法起草标准）表述的引

进来源，但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这种表述形式的材料。 

曾按照“样本”编纂的字典——《掌中珠》，其内容分为 “天”、“地”、“人”三个部分，《文海》

和《文海杂类》是按照汉字韵书《广韵》的体例；在中国词典学及“发音表”中，同音词和同义词好

像没有绝对直接的雷同现象。在那个时代，西夏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法律思想、有非常熟练的语文技能

的语言学家，不能不令人惊讶，而这一切尚在等待着权威的、综合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的“西夏语

言学”来说，最大的瓶颈是缺乏统一的、大家公认的语言语音学重构体系。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

任何语言语音的重构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至少在笔者看来，应建议资深的语言学同

行识别那些大家都认同的东西，包括统一的字符转录，选择简单的书写方式，以方便非语言学同行们

的研究工作。 

                                                        
①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 

② 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 1987-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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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西夏语语法，К.Б.克平
①
继聂历山和石滨纯太郎、当代杰出的学者西田龙雄和索夫罗诺夫

之后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还有一些在意义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祈祷文”，或尚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意思，西夏语语法学是一块搞不清的处女地。 

研究人员特别是中国的同行们，试图在中国西南地区藏缅民族中找到一种最接近已经消失的西夏

语的语言，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普米族的语言，虽然暂时还没有

找到西夏人可能的直接的后裔（或发源于四川省的西夏人祖先）。但这一领域，在考察该地区语言方

面还有望取得可喜的成绩。毫无疑问，随着年轻一代研究力量的介入，在研究西夏语语法和语言语音

学重构方面会取得新的成果。在这方面，有望在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各族语言和西夏文献方面都彼此取

得前瞻性的进展。 

此外，研究还惊奇地发现，公元前 4世纪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西羌族与党项族和普米族传统之间

具有相似性
②
，甚至彝族和西夏党项民间造世神话也具有相似性，这首先令人关注的是造世的飞禽（仙

鹤、白鹤）
③
。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化不仅是党项文化（汉语和日语术语都没有将西夏居民的种族区分

开来，汉语称西夏人，意思是不仅仅是指党项人，而是指西夏国的全体居民），如果曾不是一个融合

体，那么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将是三种文化因子的联合，居住在西夏境内党项族、汉

族、藏族、回鹘以及其它的民族都把佛教和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要看看过去和现在的朝鲜、

日本以及越南的文化，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我们正在西夏文化中寻找道家学说，只是很难说，道教

曾经是否仅仅是属于西夏汉人的财富，或者也被党项人利用和信仰过（藏族和回鹘有可能，虽然未必

肯定，特别是人们的个人生活远离道教）。我们也在考察，在西夏国家政体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上

百年且令党项人悉心仿效的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在那里也有当地的传统和萨满教派的宗教信仰，“萨

满”这个词已经普遍进入当代语言，这是一个女真词汇，与佛教和儒教并存，顺便说一句，契丹曾广

泛地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成果。我想再次指出：那个喇嘛墓地所发现的那些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契丹

文和女真文文书，会改变和修正我们关于蒙古统一之前中国宋代作为整个东亚文化代表的观点吗？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夏文文献研究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好的文献版本要确定其性质，

如果是译自汉文的西夏文文书，就要找到其原本或内容相近的版本，但这很少，准确点说，少得可怜。

因此应该同时掌握该文献所涉及的全部领域的相关知识，如笔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实践（汉语字典史

《文海》，1969 年；对仗格言汇集《新集锦合辞》，1974 年；（远东）中国传统法律《法典》，1987—

1989 年；中国西南地区民间神话与传说《义海》，1997 年，等等）
④
以及克平的研究实践（家族关系

《新集慈孝传》）
⑤
。否则，你将无处着手。对于西夏文献整理研究这是 “西夏文本学”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这已经非常好地被年轻的一代西夏学家代表所掌握
⑥
。 

近年来，西夏文献的研究因 П.К.科兹洛夫搜集的主要文献的刊布得以扩大，这项工作由俄罗

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进行
⑦
。随

着文献的大量刊布，国际上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方便，我想，为将其单独出版，将会吸引一批热心于

研究的新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正在失去对文献的垄断，而首先在中国西夏问

题的专家数量将不断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西夏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由史金波教授负

责领导。在能够识读西夏文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已经占据第一。此外，中国台湾也涌现出了几十个

                                                        
① 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词法）》，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 1985年。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Два тангутских этюда, Кунсткамера.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етради, 10. 1996. С.5-10. 
③ 克恰诺夫《圣立义海》，圣彼得堡，1997年。 

④ 克恰诺夫《文海》（合著），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9年；《新集锦合辞》，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4 年；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7-1989年；《圣立义海》，圣彼得堡，1997

年。 

⑤ 克平《新集慈孝记》，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0年。 
⑥ К. Ю. Солонин, Двенадцатъ царст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5. 
⑦《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世俗部分）系列始于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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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夏历史、考古学和文学的专家学者，目前他们暂时还不会识读西夏文，但他们正在积极从事中

国物质文化遗产起源的研究。对于中国而言，西夏作为 10—13世纪中国历史最为复杂的一页，“西夏

研究”（西夏学）对于中国民族史、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构成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

知，曾在当今中国境内存在过的中原国家与周边国家相互关系的模糊理论观点，在中国的历史科学和

决定中国正确起源方面占有明显地位。 

目前，世界东方学领域有二十几个能够识读西夏文的研究者，相对于这样一个不大的东方学研究

领域，如西夏学来说已完全足够了。我想，西夏文本学的主要特征及特点已在上文做了阐述（虽然这

样的阐述可能最终与西夏文本学无关），但其研究无疑具有非常好的前景。现在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

多，特别是在我国，当一千多件文献需要修复、几十件乃至上百件文献需要鉴定时，在那里，一些小

小的意外惊喜（或许是更大的意外惊喜）正在等待着研究人员！ 

 

译自：[俄]Е. И.克恰诺夫《西夏国的历史》，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艺术系，2008

年，第 493—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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